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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

———基于 CGSS 70 个年龄组数据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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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社会出身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受制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情境。在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出身，或者说先赋性因素对人们的
教育获得的影响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 对 CGSS 70 个年龄组教育获得过
程的考察表明，先赋性因素影响作用的历史变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
基于重大事件的历史分期特征和从“平均主义”模式转向“自由竞争”模式的
特征。本研究还显示，以往的模式转换和重大事件历史分期假定并不能充分
描绘先赋性因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作用的历史变迁过程，在得到普遍关注的
宏观过程之外，可能还存在着被忽略的、同样作用于教育不平等形成的结构
性因素。社会变迁过程对于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有待更为细致的检验。

关键词: 教育获得 社会出身 先赋性因素 历史变迁 教育不平等

一、引 言

教育在社会流动中作用的加强被看作是社会结构开放性的表现。
然而，教育这一被视为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禀赋，其本身的获取

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的社会出身或者说先赋性特征的影响。布

劳和邓肯( Blau ＆ Duncan，1967 ) 开创性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工业社会

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子代的教育获得，并且通过子代的教育

来影响子代的职业地位。可以说，先赋性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是阶

层再生产重要的中介机制。有学者甚至指出，教育是代际地位再生产

的最为重要的隐蔽机制( 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a，2002b) ，即便在教

育扩张过程中，教育也有着最大限度维持社会不平等( Ｒaftery ＆ Hout，
1993) 或有效维持不平等( Lucas，2001) 的特性。正是考虑到教育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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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对于理解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开放性或封闭

性有着突出的意义，关注教育获得过程中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一直是教

育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无论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教育发展本身来看，当

代中国都经历了急剧的变革。在这个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教

育获得过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随

时代的变化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尽管这一议题已得到前期相关研究的

关注，但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其一，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假定先

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在特定时期是固定不变的，研究所划

分的时期也是相对有限的( 如以 5 年或 10 年为间隔来划分年龄组或时

代) ，对历史变迁的考察受制于研究者的年代划分; 其二，近期的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或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先赋性因素对人们

教育获得的影响，较少从更长的时间跨度上来讨论这一议题。与以往

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认为先赋性因素对于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不仅

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期内的不同年份，这种影响

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借助大样本数据，通过对 70 个年龄组的

分析，对 1920 年以来不同年份出生者的教育获得过程进行了考察，探

析先赋性因素对人们的教育获得过程的影响是如何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的，进而对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作用于教育不平等形成机制的模式转换

假定和重大事件历史分期假定加以反思。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有关先赋性因素，或者说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美国的科尔曼报告( Coleman Ｒeport) ( Coleman et al． ，1966 ) 和研究英

国的普洛登报告( Plowden Ｒeport) ( Peaker，1971) 引发了人们广泛而深

入的讨论。但这两项研究是以发达国家的情况为对象，而针对发展中

国家的研究结论则不同: 有研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出身与教育获

得之间 的 关 联 性 非 常 微 弱 ( Heyneman，1976; Heyneman ＆ Loxley，

1983) ，也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性

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特征( Buchmann ＆ Hannum，2001) 。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一定历史时期，宏观的制度性安排对上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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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的削弱被大量研究所关注。1949 年以后，国家在教育事业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国家政策及其变动的频繁性决定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过

程( Tsang，2000) ，进而影响着教育分层过程。多数观点认为，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教育不平等曾因国家政策的干预而被削弱，教

育获得表现出平均主义的倾向。按照汉纳姆( Hannum，1999 ) 的理解，

1949 年以来中国教育的政治安排可以用“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模式”
( socialist egalitarian model ) 和“自由竞争模式”( liberal competitive
model) 来概括。20 世纪 50 年代“平均主义”占主导模式，教育被当作

消除阶级差异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模式下教育的城乡差异有所削弱。
这一模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点(Hannum，1999)。邓和特雷曼

运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

和干部家庭子女在教育获得方面的优势降到了最低点，而儿子教育获

得与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关联性的下降正是国家干预的结果 ( Deng ＆
Treiman，1997) 。梁晨等的历史学研究也表明，1949 年以来，中国高等

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以往高等精英教育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

的状况被打破，生源开始多样化，工农等社会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

相当比重，并成功地将这一比重保持到 20 世纪末( 梁晨等，2012) 。尽

管遭到了少量的质疑，①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教育除了性别

差异②之外的平均化趋势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
“自由竞争模式”被看作改革开放之后的主导模式，在这一模式

下，教育的城乡和阶层差异有扩大的趋势，社会出身与人们教育获得的

关联性有所加强。例如郝大海 ( 2007 )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 2003 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改革前，政策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

了教育分层; 改革后通过抑制较高阶层的教育诉求来实现教育分层最

小化的政策干预已经终结，在教育领域内实行“补偿原则”向中下阶层

倾斜教育资源的发展思路也未能如人所愿。李煜( 2006 ) 对同一数据

的分析表明，恢复高考后，家庭阶层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

要原因; 1992 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

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李春玲( 2003 ) 的研究也表明，1978 年之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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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刘精明的研究指出，“文革”期间，入学、升学机会的获得仍然受制于较深刻的制度和

文化因素，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模式仍然影响着机会获得方面的不平等( 刘精明，1999) 。
鲍尔等( Bauer et al． ，1992) 的研究表明，1949 － 1988 年间尽管中国政府为推动男女平等

做了很多努力，但教育的性别分层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强。



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

影响力不断上升。结论类似的还有高勇( 2008 ) 、王伟宜( 2013 ) 、郭茂

灿( Guo ＆ Wu，2008) 等人的研究。近来有更多的研究关注教育扩张，

特别是高等教育扩招之后的教育分层过程。其中相当多研究表明，高

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弱化教育不平等，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家庭背景对

于人们的教育获得( Wu，2010) ，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机会

仍然有直接的影响( Li，2007; 吴晓刚，2016; 叶华、吴晓刚，2011) 。
上述研究的基本思路可以借助汉纳姆( Hannum，1999) 的概念概

括为从“平均主义模式”向“自由竞争模式”转变假定( 后文简称模式转

换假定) 。此外，以往有关教育不平等的历史变迁研究还可以用“重大

事件历史分期”假定( 后文简称历史分期假定) 来加以概括。所谓“历

史分期假定”指的是依据重大事件将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通过比较

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教育不平等形成机制的差异来考察教育不平等的变

迁过程。其实，模式转换假定和历史分期假定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两

者都认为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受制于宏观社会过程，只是历史分期假定

认为社会变迁过程可以以重大事件为变迁节点分为几个阶段，教育不

平等的变化过程也可以纳入这几个阶段来加以考察。通常用以进行历

史分期的重大事件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扩招

等。其中一些研究关注了单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分期作用，如“文化大革

命”(刘精明，1999 )、高等教育扩张(Wu＆ Zhang，2010; 刘精明，2006;
唐俊超，2015; 张兆曙、陈奇，2013) 。有的则关注两个或两个以上重大

事件的历史分期作用，如李煜 ( 2006 ) 关注到了“文革”、“恢复高考”、
“教育产业化”的历史分期作用; 李春玲对教育不平等历史变迁所作的

5 个( 李春玲，2014) 和 6 个( 李春玲，2003) 年代划分虽然没有直接依据

前述重大事件，但其年代划分与以人们普遍关注的大事件为节点的时

代划分方式基本对应; 郝大海的相关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历史分期

( 郝大海，2007) 。其他相关研究( Sato ＆ Shi，2007; Wu，2011; Zhou et
al． ，1998; 高勇，2008; 侯利明，2015; 吴愈晓，2012，2013 ) 大多按照出

生或入学时间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分期，虽然不一定严格以前述大事

件作为历史分期节点，但他们在探寻导致教育不平等变化的宏观情境

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回到那些被普遍关注的历史分期。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采用大事件历史分期的方法，或类似地将

人们分成有限的年龄( 年代) 组的做法，大多是采用分时段( 组别) 回归

341

论 文 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



方法，即将被访者按( 出生或入学) 年代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对不同的

组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不同组别回归方程的系数，或者将组别设

置为虚拟变量，分析其与各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的方式来考察教育不

平等微观机制的变化。这样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因素对教

育获得的影响随历史时期( 组别) 的改变而发生的变化。但在这类做

法中，分组数量通常有限，且组别划分的合理性建立在研究者对所划分

的不同时期的宏观制度与社会结构性因素( 譬如前述重大事件) 对于

教育不平等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的判断之上。也就是说，这种方法使得

我们对教育不平等的历史变化的理解建立在研究者的逻辑判断( 或者

说研究预设) 的基础之上。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组别回归的方法实

际上假定了在各组别内部( 特定时期内部) 特定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

的影响是固定不变的，而这一假定也是一种近似的假定。正如本文将

要证实的，即便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部，特定因素对教育不平等的

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无论是模式转换假定，还是历史分期假定，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1920 年以来，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

的影响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本文希望借助对这一变

化过程的历史考察，对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作用于教育不平等形成机制

的模式转换假定和历史分期假定进行反思。本研究与以往做法不一样

的是: 首先，尽管本研究也假定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我们对这种变化并不作出历史分期的预设

( 或者说我们的“分期”不以时间段为基础，而是将每一个年份当作一

个“时期”) 。这种做法的好处之一是避免理论预设的不当可能导致的

人为建构事实的错误。此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教育不平等形成机

制的历史变化过程当作一个连续统，而不是分解为有限的几个历史阶

段的变化。其次，我们借用了分层模型( multilevel model 或 hierarchical
model) 的基本思路，将研究对象按照出生年份分组，并假定家庭背景对

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组别之间的差异，而组别的划分以研究对象

出生年份为基础，因此组别间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家庭背景对人们教

育获得的影响随年份变化而产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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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划分有限组别通常是因样本规模有限，需保证每个组别的回归分析有足够的样本。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①

我们选择了该项目 2003、2005、2006、2008、2010、2012、2013 共 7 个年

份的调查数据。② 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最终获得的

教育的影响，所以在各个年份的调查数据中，那些在校学生( 尚未完成

学校教育者) 样本被剔除，被访者 14 岁或 18 岁时家庭背景信息缺失或

未被采集③的样本被剔除，最后共计获得 35400 个个体有效样本。
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本研究重点考察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

得之影响的历史变化过程，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组别或年代划分的是，我

们以每个年份的出生者为一个组别。由于 1924 年以前出生的样本在

各出生年份中分布较少，我们将此前的年份出生的样本近似地划归到

1924 年的出生组; 1993 年之后出生者的年份分布情况也表现出类似的

特征，所以我们将 1993 年之后出生的被访者也划归到 1993 年的出生

组。由此 我 们 得 到 了 从 1924 年 到 1993 年 共 计 70 个 组 别 ( age
groups) ，组别( 年份) 最小观测值为 32 人。

( 二) 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教育获得，我们以被访者最终获得的

教育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以被访者受教育年限( eduy) 来加以度量。根

据历次调查的原始测量，我们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近似地转换成人们

的受教育年限。此外，根据原始测量，我们还得到了人们是否接受了高

等教育( 含成人高等教育) ( hedu) 这个二分变量( hedu = 1 表示接受过

高等教育，hedu = 0 表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
以往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通常都会以户籍、性别、父辈的受教育

程度、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先赋性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本研究也不

例外。具体来说，各主要变量的处理方法如下: ( 1) 户口( urban)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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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该项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http: / / cgss． ruc． edu． cn。
由于 2011 年的调查数据没有被访者年少时( 14 岁或 18 岁) 父母的信息，因此没有采纳。
部分年份的调查数据中农村样本相关信息未采集( 或数据未录入) 。



一个二分变量，取值分为“农业户口”( urban =0) 和“非农业户口”( urban =
1)。我们要考察的是被访者最初( 年少时) 的户口状况对其教育获得

的影响，考虑到有一部分被访者通过升学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 ( 户籍

是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根据原始测量提供的信息，当被访者一出

生即为非农业户口的则其户口取值为“非农业户口”，如果被访者在被

访时的户口为非农业户口，而其非农业户口是后来获取的，则其户口变

量取值为“农业户口”。① ( 2 ) 被访者父辈的教育程度。我们取被访者

( 14 岁或 18 岁时) ②父母亲受教育年限的最大值，生成一个新的变量

来度量被访者父母的教育程度; 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对这一变量按照组

别均值( group-mean，分组变量为研究对象的出生年份) ，而非全部样本

的均值( ground-mean) 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中心化处理后的变量命名为

“cmaxfmedu”。之所以采用组别均值进行中心化处理，是为了确保被

研究者 父 辈 受 教 育 程 度 具 有 可 比 性。举 例 来 说，由 于 教 育 通 胀

( credential inflation) 的作用，对于出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90 年代的

被访者，若其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均为高中，这其实并不能表明他们的父

亲教育程度相同。对于前者而言，在其同辈群体中，父亲文化程度为高

中可能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对于后者则不一定。( 3 ) 被访者父

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以被访者( 14 岁或 18 岁时) 父母亲的职业地位来

( ISEI) 加以度量。根据原始测量中被访者父母亲的职业信息，通过转

换分别得到被访者父母亲的职业地位指数，对被访者父母亲的职业地

位指数进行平均得到被访者父辈职业地位指数。基于前文所述的原因，

我们同样对这一变量按照组别均值进行中心化处理，得到被访者父辈职

业地位指数的中心值( cmeanfmisei) 。( 4) 性别变量我们用“male”表示，

取值 1 代表男性，取值 0 代表女性。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N =35400

变量(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受教育年限( eduy) ( 单位: 年) 8. 78 4. 48 . 00 20. 00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 hedu) . 15 . 36 . 00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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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近一些年份的调查中出现了“居民户口”的情况，我们根据原始测量提供的有关获得
“居民户口”之前的户口信息来判断被访者户口这一变量的取值。
在原始数据中，部分年份采集的是被访者 14 岁时父母的基本信息，而另一些年份采集的

是 18 岁时父母的信息。



续表 1

变量(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生年份( age) 1963. 20 14. 56 1924. 00 1993. 00

性别( male) . 48 . 50 . 00 1. 00

户口( urban) . 35 . 48 . 00 1. 00

父辈教育程度( cmaxfmedu) . 00 4. 05 － 9. 47 16. 97

父辈职业地位( cmeanfmisei) . 00 11. 47 － 16. 88 63. 09

( 三) 方法

如前文所述，与以往研究的分组回归或建立时期虚拟变量的做法

不同，我们采用了分层模型的方法。在分层模型当中也存在分组的问

题，与以往组别回归有限组别划分不同的是，我们依据被访者的出生年

份进行分组，这样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组别，使得分层模型的第二层具有

足够的观测量。
具体来说，我们按照出生年份将个体样本分成 1924 － 1993 年 70

个组，出生于同一年份者属于同一个组别。我们的分析模型分为两个

层次，就受教育年限作为因变量的分析而言，第一层次的方程与普通的

OLS 回归方程非常相似( 如方程 1 所示) ，但由于各个组别对应的回归

系数并不相同，这些系数 ( β) 随着组别的不同而不同 ( 其中下标 j =
1924 － 1993) ; 因此，进一步对方程 1 的系数在第二层次进行分解，分解

为截距项( γ) 和随机项( U) ，①如方程 2 所示，其中 K 取值范围为 0 － 4，

分别对应方程 1 的五个系数。以父辈教育对子代教育的影响为例，我

们的基本逻辑可以理解为: 在第 j 组中，父辈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

的影响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即β j = γ0 + Uj，其中γ0可以理解为 70 个组别

的平均影响，而Uj是第 j 组对这一平均影响的偏移。由于我们是按年

份划分组别的，因此，γ0 + Uj可以看作是第 j 个年份出生者父辈教育程

度对其教育获得的影响，γ0 代表这一影响在 70 个年份间的平均水平，

Uj代表第 j 年的影响偏离平均水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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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分层模型的逻辑，这相当于将方程 1 计算得到的 70 个组别的相应的回归系数作为被

解释变量( slopes as outcomes) ，解释其变异情况，相关案例和说明可参见 Gelman ＆ Hill，
2007。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组别间存在变化的话，相邻组别( 年份) 的影响作用可能有某

种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与社会情境或政策的持续性有关) ，由于本文不直接解释组别( 年

份) 间的变动( 在第二层没有放入任何解释变量) ，因此不用特别关注相邻组别间的关联性。



方程 1:

eduyij = β0j + β1j × male + β2j × urban + β3j × cmaxfmedu

+ β4j × cmeanfmisei + εij

方程 2:

βkj = γk0 + Ukj

就高等教育机会而言，个体层面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如方

程 3 所示，其中πij为第 j 个出生年份第 i 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我

们同样假定个体层面的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随组别

( 年份) 变化而变化，所以方程 3 的回归系数同样分解为组别间的平均

影响( γ) 和各组( 年份) 的相对于这一平均影响的变动( U) ( 由于方程

4 表达式与方程 2 相似，此处省略) 。
方程 3:

logit( πij ) = ln πij

1 － π[ ]
ij

= β0j + β1j × male + β2j × urban

+ β3j × cmaxfmedu + β4j × cmeanfmisei + εij

方程 4( 略)

四、分析与结果

( 一) 先赋性因素对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历史变动

表 2 是以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因变量的分析，其中模型拟合的

方法为限制性最大似然估计( 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模型 1 是

空模型( null model) ，其中未加入任何预测变量，这实际上把人们的受

教育年限分解为三个部分: eduyij = γ00 + U0j + εij，其中γ00为人们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εij为个体层面的随机项，U0j 是组别的变动情况。由于是

按出生年份划分组别的，因此U0j也可以理解为第 j 年出生者的受教育

水平比( 组间) 平均受教育年限多出( 或减少) 的部分，也就是说U0j 反

映了人们的受教育水平随组别( 出生年份) 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εij

所体现的是个体层面的变异。从方差分量上来看，不同年份出生者由

于组别( 出生年份) 的不同而表现出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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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于受教育年限的分层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γ00 ) 8. 0114( . 3354) ＊＊＊ 6. 9298( . 3338) ＊＊＊ 6. 7571( . 3966) ＊＊＊

性别( γ10 ) 1. 5114( . 0368) ＊＊＊ 1. 7998( . 1341) ＊＊＊

户口( γ20 ) 1. 0924( . 0411) ＊＊＊ 1. 1599( . 0584) ＊＊＊

父辈教育程度( γ30 ) . 2947( . 0055) ＊＊＊ . 3126( . 0087) ＊＊＊

父辈职业地位( γ40 ) . 0612( . 0020) ＊＊＊ . 0645( . 0021) ＊＊＊

方差分量 方差分量 方差分量

截距( σ2
u0 ) 7. 8028＊＊＊ 7. 7127＊＊＊ . 1091＊＊＊

性别( σ2
u1 ) 1. 1482＊＊＊

户口( σ2
u2 ) . 0982＊＊＊

父辈教育程度( σ2
u3 ) . 0026＊＊＊

父辈职业地位( σ2
u4 ) . 0001＊＊＊

Error variance( σ2
ε ) 16. 1416 11. 8731 1. 1673

AIC 199293. 5 188474. 6 1880. 7. 6

BIC 199318. 9 188534. 0 188215. 6

－ log likelihood 99643. 7 94230. 3 93997. 8

个体观测值 35400 35400 35400

组别观测值 70 70 70

注: ( 1) AIC =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 2) ＊＊＊p≤0. 001。

模型 2 是一个变截距模型( variable-intercept model) ，模型中加入

了先赋性因素作为预测变量，但我们假定这些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

影响不随年份变动而变化，仅允许截距随年份变动而变动。从该模型

中可以看出，先赋性因素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均有明显的预测作用。为

了便于解释，在本研究中，父辈的教育程度和父辈职业地位指数都进行

了中心化处理，而性别和户籍未作中心化处理。因此截距项实际上是

1924 － 1993 年出生的农村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平均值为 6． 299
年，方差分量表明的是不同年份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围绕这一平均值

的变动情况，σ2
u0 = 7． 7127 说明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随出生年份

( 组别) 变化有较大的变动。
模型 3 为变系数模型( variable-Coefficient model) ，即截距项和各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发生了变动。如模型 3 所示，在不考虑出生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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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间差异的情况下，出生于农村的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为 6． 7571
年; 男性平均比这一数值高出 1． 7998 年; 非 农 户 籍 者 则 平 均 高 出

1． 1599年; 当父辈文化程度比同年份出生者的父辈平均文化程度高出

1 年，则子代多接受 0． 3126 年学校教育; 当父辈职业地位( ISEI) 比同

年份出生者父辈职业地位均值高出 1 分，则子代多接受 0． 0645 年教

育。模型 3 的方差分量表明，前述这些影响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

响随着人们出生年份( 组别) 的变化而不同。也就是说，如我们之前假

定那样，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一直存在，并且这种影响并

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年代 ( 组别) 的变化而变化的。由于篇幅限

制，表格 3 中没有将每个组的偏离值( Uj，j = 1924 － 1993) 列出，仅展现

了这些偏离值的变异指标( σ2
μ ) 。接下来，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将以图形

的方式展示各出生年份( 组别) 家庭背景各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

( 同时包含 70 个组别的平均水平和各组的变动情况，即βj = γ +Uj ) 。

说明: 图 1 显示，1989 年以后出生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略有下降。在我们看来，这
是由于受调查时点制约，这个年份以后出生者尚未充分包含在样本当中所致。图
中阴影部分是 95% 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下同。

图 1 表 2 模型 3 截距项( β0 ) 随出生年份推移的变动情况

图 1 显示的是模型 3 的截距随出生年份推移的变动情况。根据我

们对变量的中心化处理，截距项所展示的其实是出生于农村的女性平

均受教育水平的变动情况。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出生于农村的女性的

平均受教育水平随着出生年份( 组别) 的推移总体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结合表 2 模型 3 来看，模型 3 中性别和户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因此

可以说，我国城乡男女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都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呈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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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加的趋势。如果说人们平均在 20 岁左右完成学校教育的话，那么

也可以说从 20 世纪 40 年代( 1924 + 20 = 1944) 到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

( 1993 + 20 = 2013) 期间，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总体呈持续上升的

趋势。这一结论与以往相关研究一致。但从图 1 也可以看出，人们平

均受教育水平随年代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例如 1945 － 1952 年出生者其平

均受教育水平不但没有随出生年份推移而上升，反而有小幅下降，这或

许与这些年份的出生者在其求学年龄段经历的急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

(如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 )有关 ;1960－1966年出生者也表现出类似

的特征，而这期间的出生者在其求学年龄段早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末

期则经历了最初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为大龄青少年带来了更多的劳

动机会) 。
图 2 展示了性别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如何随着人们的出生年

份( 组别) 的变化而变动的。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总体的趋势，即男性相

对于女性的受教育优势随着年代( 组别) 的推移而逐步削弱。当然，这

种削弱的趋势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线性特征，在此期间存在多次波动。
这些波动则可能是由那些未观测到的制度或结构性因素的变动导致

的，这些因素的变动方式及其作用大小则有待于进一步探寻。当然，也

有一些波动可以用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的宏观事件来加以解释。如

1946 － 1955 年的出生者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并没有下降，甚至有时会有

小幅上升，这或许与他们在生命历程的早期经历大饥荒、在就学年龄段

经历“文化大革命”有关。

图 2 性别对人们教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151

论 文 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



图 3 展示了户籍这一因素对不同年份出生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的是，城乡户籍因素对教育不平等的作用一直存

在。但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这种作用并没有随年代( 组别) 推移表现出

持续一致的规律，这与以往研究以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分割点的解读并

不完全一致。对于 1927 年以前的出生者而言，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

非农户籍者受教育的优势有所增加。对于 1935 － 1946 年出生者，也许

因其就学年龄段对应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总的趋势是随着出生

年代的推移户籍差异有所减弱。但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的出生者

开始，一直到 70 年代初的出生者，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围绕一个轻微

的向上弯曲的弧线而上下波动; 从 70 年代初的出生者开始，教育的城

乡户籍差异开始上升。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一直存在，而且近似地在相对恒定的水平上波

动; 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 70 年代出生者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进入就

学年龄段，并于 80 中后期及以后完成学校教育) ，户籍因素的影响作

用有所加强。这一研究发现既不同于前文提到的“平均主义模式”的

假定，也不同于所谓的“市场竞争模式”的假定。如果说存在“市场竞

争模式”的话，这一模式的突出表现并非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而是从 80
年代后期才开始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图 3 显示，从 1981 年出生者开

始，户籍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或许表明，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

的城乡差异从 90 年代以来( 1981 年及以后的出生者大多数在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进入入学年龄段，并于 90 年代中后期及以后完成学校教

育) 有所缩减。

图 3 户籍因素对人们教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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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显示的是不同年份出生者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教育获得的

影响。从图 4 中可以看出，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随

年代( 组别) 变化总体表现出一个“M”型的特征，其中三个转折的拐点

对应的出生年份分别是 1932 年、1963 年和 1981 年。这个“M”型展示

的第一个上升和第一个下降过程与以往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即从新

中国成立之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1964 年及以后的出生者在 70
年代中后期及以后完成学校教育) ，父辈文化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

影响逐步下降，之后又开始上升。父辈文化程度的这一影响符合前文

提到的“平均主义模式”和“自由竞争模式”的基本假定。但值得注意

的是，对 1981 年之后的出生者而言，父辈文化程度对其教育水平的影

响随出生年代的推移表现出的变化趋势虽然存在波动 ( 且变动性较

大) ，但总体趋于逐步减弱。这一变化特征既有悖于“自由竞争模式”，

也不同于以往以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分期节点的观察。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以受教育年限度量的教育不平等( 基于父辈文化程度的不平等) 有

所减弱，但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以受教育质量衡量的教育不平等

却有所上升，可能更符合“自由竞争模式”的假定。

图 4 父辈受教育程度对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图 5 所示为不同年份出生者的父辈职业地位( ISEI) 对其教育获得

的影响。如图 5 所示，父辈职业地位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一直存

在，但这种影响的变化过程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相关研究所观察到的历

史分期特征( 父辈职业地位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较低，而改革开放

后逐步增强) 。相反，从 70 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如果忽略这期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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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可以说，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父辈职业地位对人们教育获得的

影响总体表现出下降的趋势。通过细致观察可以看出，1956 年及以前

的出生者( 理论上他们差不多在 70 代中后期以前完成学校教育) ，父

辈职业地位对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一直在一个相对恒定的水平上波

动，随后这种影响随着子代出生年份的推移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因

此，可以说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父辈职业地位对子代受教育年限的影

响总体呈现的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趋势。周雪光等的研究也曾表明，

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并非在所有时期都具有显著性

( Zhou et al． ，1998) 。对于我们的这一发现，除了有待后续研究深入的

探究之外，采用国际通行标准的职业地位指数来衡量中国人职业地位

的有效性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当然，这一研究发现也可以如此归纳: 随

着教育的发展，以受教育年限度量的( 基于父辈职业地位的) 教育不平

等有所下降，以教育质量度量的教育不平等则有可能上升。

图 5 父辈职业地位( ISEI) 对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 二) 先赋性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及其历史变动

表 3 分析了先赋性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其中模

型 1 为空模型，即 logit( πij ) = γ00 + U0j + εij。其中，U0j所反映的是人们

接受高等教育机会随组别( 出生年份) 而发生的变化，σ2
u0 = 0. 8037 意

味着不同出生年份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模型 2 是将

人们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动在截距项进行分解，并假定先赋性因素对不

同年份出生者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固定不变的。模型 2 显

示，如果不考虑先赋性因素影响的历史变动性，这些因素对人们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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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模型 3 的方差分量显示，实际上这

些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符合我

们最初的预设。模型 3 的 γ 值反映的是先赋性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

会获得的( 在 70 年间的) 平均影响，如模型所示，1924 － 1993 年间的出

生者里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1. 72 倍( e0. 5438 = 1. 72 ) ;

非农户口者是农业户口者的 1. 62 倍( e0. 4813 = 1. 62 ) ; 父辈受教育年限

比同龄者的父辈每高出 1 年，则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 16%
( e0. 1506 = 1. 16) ; 父辈的职业地位( ISEI) 比同龄者每高出 1 分，则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 0. 38% ( e0. 0372 = 1. 038) 。表 3 模型 3 的方程

分量显示的是在各个年份( 组别中) 先赋性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会

的影响围绕前述平均水平变动的情况。由于表格篇幅限制，表 3 中没

有将每个年份的变动情况( Uj，j = 1924 － 1993 ) 列出，而图 6 至图 9 直

观地展示了各年份( 组别) 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同时包含组间的平均

作用和各组的变动情况，即β j = γ + Uj ) 。

表 3 关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层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γ00 ) － 2. 0297( . 1109) ＊＊＊ － 2. 7717( . 1273) ＊＊＊ － 2. 7697( . 1282) ＊＊＊

性别( γ10 ) . 4324( . 0344) ＊＊＊ . 5438( . 0489) ＊＊＊

户口( γ20 ) . 5720( . 0366) ＊＊＊ . 4813( . 0528) ＊＊＊

父辈教育程度( γ30 ) . 1557( . 0052) ＊＊＊ . 1506( . 0067) ＊＊＊

父辈职业地位( γ40 ) . 0354( . 0015) ＊＊＊ . 0372( . 0019) ＊＊＊

方差分量 方差分量 方差分量

截距( σ2
u0 ) . 8037＊＊＊ 1. 0180＊＊＊ 1. 0270＊＊＊

性别( σ2
u1 ) 7. 108e － 02＊＊＊

户口( σ2
u2 ) 8. 291e － 02＊＊＊

父辈教育程度( σ2
u3 ) 1. 130e － 03＊＊＊

父辈职业地位( σ2
u4 ) 3. 518e － 05＊＊＊

Error variance( σ2
ε ) . 8655 . 7856 . 7808

AIC 2787. 6 22872. 2 22751. 1
BIC 27887. 5 2293. 0 22920. 5
－ log like 13933. 3 1143. 0 11355. 5

个体观测值 35400 35400 35400

组别观测值 70 70 70

注: ( 1) AIC =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 2)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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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显示的是性别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其随着人

们出生年份( 组别) 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从上

世纪 20 年代的出生者到 50 年代中后期的出生者，男性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都在女性的 1. 8 倍以上。如果说人们平均在 20 岁左右完成学

校教育，那么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是女性的 1. 8 倍以上 ( 尽管存在一定的波动) 。也就是说，在新

中国成立后，尽管如前文所示，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性别不平等

逐步下降，但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维

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出生者开始，随着时

间的推移，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逐步减弱，到 80 年代末的出生者中高

等教育的性别差异接近于消失。换言之，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

在 70 年代中后期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从此逐步减弱，这或许跟随后

的改革开 放 以 及 独 生 子 女 政 策 为 女 性 带 来 更 多 的 高 等 教 育 机 会

有关。

说明: 图示曲线末端上升的趋势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有所增加有待
于进一步的数据检验，在本研究中这种变化可能与最近年份出生的样本涵盖不足
有关。

图 6 性别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就城乡户籍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而言，如图 7 所示，高等教

育的户籍差异一直存在，这种差异从 20 年代的出生者到 60 年代中期

的出生者一直在一个相对平稳且较低的范围内波动。考虑到人们的就

学年龄段，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前至 8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城乡户

籍差异尽管一直存在，但这种差异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 60 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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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出生者开始，随着出生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快

速拉大，到 80 年代中后期的出生者，这种差异达到最高水平。换言之，

高等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到 2000 年之后

快速拉大。城乡户籍因素对人们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的变动过程

基本符合前文提到的从“平均主义模式”到“自由竞争模式”的转变，但

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略有不同的是，这个转变的时间点不是改革开放，也

不是 90 年代高等教育扩张之时，而是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60 年

代中后期出生者在 80 年代中后期左右度过高等教育年龄段) 。此外，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 80 年代中后期的出生者开始( 他们差不多

从 2000 年之后陆续进入接受高等教育年龄) ，随着出生时间的推移，高

等教育的户籍差异虽然还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开始表现出下降的

趋势，这或许与 90 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有关。

图 7 户籍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就父辈受教育水平对子代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而言，如图 8 所示，父辈受教育水平对子代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一

直存在。对于 50 年代末以前的出生者而言，这种影响一直在相对稳定

的范围内波动，但对于 50 年代末以后的出生者而言，父辈受教育水平

对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越来越突出。换言

之，从 70 年代末开始，父辈受教育水平对子代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

响呈现上升的趋势，其变化过程符合从“平均主义模式”到“自由竞争

模式”的转变，并且转变的时间点与以往相关研究也基本一致。值得

注意的是，如图 8 所示，对于 1990 年以后出生者，这种影响力似乎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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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这可能是由于 90 年代末的高校扩招使得所有阶层的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都增加了。①

图 8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就父辈职业地位对子代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及其变动而言，

如图 9 所示，这种影响并没有随年份( 组别) 的变化表现出一致的变动

规律，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以改革开放或 90 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为转

折点的历史分期特征，而表现出反复波动的特征。其反复波动过程可

以粗略地概括为“上升 － 下降 － 上升 － 下降 － 上升”五个阶段，并且相

邻年份间存在一定的波动。细致观察其变动过程可以发现，对于 60 年

图 9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ISEI) 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其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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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出生者而言，父辈职业地位对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的影响降到了相对较低的水平，随后父辈职业地位对子代高等教育机

会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换言之，在 80 年代末，父辈职业地位对子

代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降到相对最低点，随后尽管存在波动，总体上仍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就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的历史变动过程进行

了考察。研究涉及 1924 － 1993 年出生的 70 个年龄组。如果说人们平

均在 20 岁左右完成学校教育，那么本研究实际上涉及了 20 世纪 40 年

代以来 70 年间中国人的教育获得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先赋性因素对

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持续存在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各个年份的出生

者当中，但这些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甚

至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以往相关研究的历史分期

假定在本研究中被部分验证，即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作

用的某些历史变化过程表现出特定的历史分期特征 ( 如以“文化大革

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扩招等关键事件所作的历史分期) ; 但我们的

经验分析同时也捕捉到了不同于以往相关研究的历史分期假定的变化

过程，并且对于从“平均主义模式”到“自由竞争模式”转换的时间点也

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具体包括如下四点。
第一，就性别因素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而言，其历史变化的总趋势

是逐步减弱，并且从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出

现扭转，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表现

出明显的历史分期特征，其扭转过程与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等大事件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但在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发生转折

( 70 年代中后期) 之前，性别差异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未呈

现出性别平等。此外，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削减过程也并未完

全呈直线趋势，在特定历史时期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出现维持不变甚

至小幅上扬的趋势，这可能与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宏观社会事件( 如

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 有关。
第二，就城乡户籍因素的影响而言，城乡户籍因素对人们受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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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影响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持续一致的变动规律。在建国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一直在一个相对恒定的水

平上波动，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 而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 ，户籍因素的

作用存在一个短期的加强过程，随后总体呈下降趋势。80 年代后期以

来的变化趋势或许可以用“自由竞争模式”强化了教育不平等来解释，

但随后这种不平等被教育扩张抑制了。从新中国成立前至 80 年代中

期，高等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持续存在，随后

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户籍差异被快速拉大。高等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

的变化过程基本符合从“平均主义模式”到“自由竞争模式”的转变。
但与以往的研究观察略有不同的是，这个转变的时间点不是改革开放，

也不是 90 年代高等教育扩张之时，而是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第三，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变

化，其变动过程表现出一个“M”型特征。这一变化过程符合“平均主

义模式”和“自由竞争模式”的基本假定。但 90 年代以后的变化趋势

既有悖于所谓的“自由竞争模式”，也不同于以往以改革开放作为历史

分期节点的观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以受教育年限度量的( 基于父辈

文化程度的) 教育不平等从 90 年代开始有所减弱，但以受教育质量衡

量的教育不平等则有所上升，可能更符合“自由竞争模式”。父辈受教

育程度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一直存在，但其影响力的快速增加肇始

于 70 年代末，即启动改革开放之时。
第四，父辈职业地位( ISEI) 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并没有表现

出持续一致的变化特征，更没有表现出特定的历史分期特征，其历史变

动过程的总体趋势是“高位波动 － 下降 － 低位波动”。如果忽略 70 年

时间跨度内部的波动情况，其影响作用随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减弱的

趋势，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父辈职业

地位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也没有表现出一致的趋势，但从 80 年代末

开始，父辈职业地位对子代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仅这

一不太清晰的变化趋势基本符合“自由竞争模式”的假定。
如前文所述，我们将以往的研究归结为从“平均主义模式”向“自

由竞争模式”转变假定，以及重大事件“历史分期假定”。两种假定的

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即宏观的制度与结构变迁形塑着微观层面不平等

的形成过程。本研究也同样假定微观层面的个体教育获得过程受到宏

观层面的制度与结构因素变动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先赋性因素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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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制度情境和社会结构

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对先赋性因素影响作用的历史变化过程的考察

表明，“平均主义模式”向“自由竞争模式”转换这一假定仅仅具有一定

的概括意义。不同的先赋性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过程的影响并没有完

全随着历史变化过程表现出所谓的模式转换特征，而是存在历史波动

性和复杂性。此外，尽管本文有关教育不平等形成过程的历史变迁分

析也表明教育不平等形成的微观机制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较大

的、基于重大社会变迁或社会事件的历史分期来加以概括，并借助特定

历史时期的制度与结构情境的特点而加以解释，但本研究没有预先将

历史人为设置为几个阶段，而是以年份为单位，考察先赋性因素对人们

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如何随年份变化而变动的。这一做法可以避免预设

历史分期可能造成的人为建构事实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先赋性

因素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的部分变动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大事件历

史分期”特征( 这进一步验证了宏观制度和政策过程对不平等形成的

微观机制的影响) ，同时也发现有些变动过程表现出与以往历史分期

假定不一致的地方。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的学术启示在于: 其一，对

宏大事件之于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应重新进行更为细致的检验; 其二，在

得到普遍关注的宏观过程之外可能还存在着被忽略的结构性因素，而

这些因素同样也作用于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
最后，必须承认的是，本研究关于先赋性因素对于教育不平等影响

的近期变动趋势的判断还有待新的数据和进一步研究去核实。以父辈

教育程度带来的子代教育水平的差异为例，这种差异在最近一个阶段

的下降趋势有两种解释: 其一，如前文所述，受到数据采集时间的限制，

本研究可能面临着对 1993 年以后出生的样本涵盖不足的问题; 其二，

高等教育的扩张使所有家庭的孩子读书的机会都增大了，以受教育年

限( 数量) 度量的教育不平等可能有所下降，但如一些研究 ( 王伟宜，

2013; 吴晓刚，2016; 叶晓阳、丁延庆，2015) 已经关注到的那样，教育质

量( 如优质高等教育) 的差异已经成为教育不平等新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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